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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袁威 中国经济时报
种粮收益好不好，直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健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这在制度层面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不吃亏，要做到四个“持续发力”。
01在完善种粮扶持兜底政策上持续发力
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与种粮效益下降并存，已成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降低种粮成本，提高种粮效益，成为当前农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土地流转租金、劳动力价格较高，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与农机作业费用逐年上升。从粮食生产端看，相较复合肥均价普遍上涨的2022年，2023年其价格虽有所回落，但仍比2021年每亩110元的价格高出50元左右；农药平均价格每吨较2021年上涨了0.4万元。从粮食销售端看，近几年，杂交稻谷市场收购价格稳定在1.5元/斤左右，粮食生产成本上涨，蚕食了农民种粮收益。另一方面，种粮收益较低，多数耕地种粮收益不到种植经济作物收益的10%，高标准农田撂荒风险增大。普通散户种粮亩均收入不足100元，种粮大户根据自身经营规模、管理水平、耕作条件差异，亩均收入也仅在100—400元之间。而每亩蔬菜、水果的种植收入可达2000—10000元。因“种粮不划算”，不少农村群众或外出务工，或种植果蔬，部分高标准农田撂荒。与此同时，部分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达标，出现“高标准”农田标准不高的现象。
要完善种粮扶持兜底政策，着力保障种粮农民收益。一方面，多措并举降低种粮成本。发挥政府引导、兜底作用，从中央层面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政策扶持体系，推进三大主粮完成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另一方面，在保证终端市场稳定基础上，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健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注重分类施策，在加大粮食主产区补贴力度的同时，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予以补助。参照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价格形成机制，着力完善粮食定价机制。对于稻谷、小麦等科学合理制定销售端限价，并实行动态调整，确保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把“高标准”的重点落在精细化建设、高标准管理上，杜绝脱离实际的“工程高标准”“形象高标准”农田建设。
02在夯实粮食种植社会化服务支撑上持续发力
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少联动，服务供给主体难以在短时间内为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提供与之匹配的服务内容，距离为种粮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优质服务还有不少距离。如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配套政策，成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关键。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设施装备水平有待提高，机械作业难度较大。部分社会化服务主体装备水平较低、先进农机拥有量少，难以开展全程托管服务。中西部地区、丘陵山区土地坡度高矮不一，田间道路“等级低、路面窄、弯度大、维护少、隐患多”，大中型机具开不进田、适用性小型机械供给不足，存在农机供需不匹配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土地细碎分布增加服务成本，农业社会化服务难以集中发展。丘陵山区地块落差比较大、分布不集中，包产到户普遍采用“肥瘦搭配”的土地分配办法，在客观上造成了地块细碎化，为生产环节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增加了不少难度，提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成本。若农户户均种植面积偏少，按家庭独自引进社会化服务，亩均服务成本较高；若按区域集中引进社会化服务，则需众多农户在时间、费用、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协商成本较高。
要强化科技赋能粮食增产，筑牢粮食种植社会化服务支撑。一方面，补齐“粮田”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扩大试点范围，重点推进丘陵山区耕地宜机化改造，切实提高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分区域、分品种补齐农机装备短板，提高重点区域薄弱环节机具补贴额度，推进品种、栽培技术水平、装备集成配套发展，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提升粮食烘干、仓储、物流设施信息化水平。另一方面，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配套政策。根据丘陵山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出台针对性的补贴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丰富抵押担保手段，结合农时实际需求优化贷款审批流程。拓展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因地制宜推广多环节及全程生产托管等服务模式，鼓励提供集农资供应、技术集成、农机作业、仓储物流、产品营销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
03 在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种粮“统”的功能上持续发力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加重，种粮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对粮食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求，必须提高粮食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创新联农带农富农机制，以应对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情况来看，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一方面，农村老龄化加剧种粮劳动力短缺，种粮收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农村种粮劳动力年均递减速度加快，农忙时节“缺人干”现象普遍。另一方面，农村现存劳动力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种粮需求。在家务农人员中，60—80岁群体持续扩大，多数种粮大户在生产管理环节只能雇用年老体迈的当地农户，这既难以保障种粮收益，也降低了生产管理效率，增加了经营风险。
要创新粮食生产组织形式。一方面，发挥集体经济组织主导作用，探索“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力量+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专合社+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组织+农户”等种粮模式，构建服务联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体。另一方面，强化要素保障，建强农村种粮人才队伍。加快构建“专门机构+多方资源+市场主体”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基本数字素养，培育高素质农民，加大信息监管技术推广力度，完善现代种粮业技术培训服务，在职业技能鉴定、社会保险等方面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04在汇聚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政策合力上持续发力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促进农民增收至关重要。然而，在农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农业发展不及预期。如何建立健全政策执行机制，确保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成为提升农业政策效果的关键。一方面，地方政策执行与中央顶层设计存在偏差，政策落地易忽视散户种粮的现实需求。目前，中央层面政策要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行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两条腿走路”，强调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地方层面则倾向于依靠流转土地发展大规模经营，对服务和带动种粮农户发展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粮食补贴兑付存在不及时问题，未能充分体现政策时效性。部分地区制定出台涉农政策的时间与关键农时存在不匹配现象，经营主体难以及时获得政策指导、资金支持，不利于生产计划制定和作业开展。比如，种粮补贴是农民这一种粮主体重要收入来源，但多地出现兑付不及时的问题。
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加快形成政策合力。一方面，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政策执行和协调机制。在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财政、金融保险等部门职责分工，构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合作机制，减少政策制定实施中“条块分割”带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强化扶持政策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农资补贴长效机制。以提升粮食生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导向，各部门在建设用地指标审批、设施农业用地保障、农田水利灌溉项目落地等方面给予更大政策支持。强化财政资金保障，全方位整合项目资金。将各部门与激励粮食生产相关的涉农资金纳入同一资金池，统一设计方案、统一资金拨付，确保各类合规补贴及时兑付。
